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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既有文献回顾表明，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因素遍及工作场所内外，

包括组织结构调整、雇佣期限、个人特征、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社会心理
的工作条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等，其中，劳动权益—管理体制构成主要分
析维度。而在社会学分析精神健康问题的众多模型中，如行为主义、理性选
择和社会生产等，结构—行动是其主要分析维度。基于以上两个维度，本述
评试图构建出一个理解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框架。结合现有的中国劳工
问题研究，本文指出，劳动权益普遍被侵犯的现实催生了员工的精神健康问

题，独特的工厂体制构成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流动的劳动力体制造成

了员工位置感和归属感的丧失，工会的特殊地位限制了员工改善精神健康环

境的可能行动。本文认为，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劳动力的不确定
性的消极的自我保护机制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员工精神健康 结构—行动 工厂体制 劳动力的不确定性

近期接连发生的员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如富士康工人的“连跳”
(刘志毅、杨继斌，2010)、台州“90 后”农民工相约自杀事件(田国垒、
吉玲，2010)，及佛山外来工砍杀六女子后自杀事件(陈荣炎、胡珊霞、
南公宣，2010)，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目
前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反应论”，即将员工出现的精神
健康问题视为对超时加班、人际疏离、管理苛刻、支持缺乏等因素的反
应(徐道稳，2010;吕斌，2010); 二是“反抗论”，即将精神健康问题(表
现为自杀、自残等)视为员工针对资方和现有体制的反抗(潘毅，2010;
沈原，2010)。
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两种论点，本文试图以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因

素为关注点，基于近年来国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和社会学对精神健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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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既有解释，构建出一个理解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结

合当代中国雇佣关系(劳动关系)的实践，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遍及工作场所内外

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因素错综复杂。基于既有研究，本文将影响
员工精神健康的因素区分为外在于工作场所的因素、工作场所因素和

说明:为了简化起见，本图未标明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各影响因素发生作

用的具体路径，详见文中提及的相关文献。

图 1 员工精神健康影响因素示意图

跨越工作场所内外的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外在于工作场所的因素
是指在员工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所之前就已经确定的因素，如人口统计

学特征、企业特征等。工作场所因素是指员工进入具体工作场所中产
生的因素，如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工作负荷
等。跨越工作场所内外的因素是指同时在工作场所内外影响员工精神
健康的因素，它既不完全内在于工作场所，也不完全外在于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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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会支持既在工作场所中发挥作用，也在工作场所外的其他生活空

间中发挥作用(参见图 1)。

( 一) 外在于工作场所的因素

既有研究对外在于工作场所的因素的分析集中在组织结构调整、
雇佣期限和个人特征等方面。
斯旺森和鲍尔(Swanson ＆ Power，2001)的研究发现，员工在组织

结构调整过程中普遍感知到角色压力的增加，员工对压力的认知因工

作职位、他人的社会支持和个体的气质性(disposition)而异。中尾和矢
野(Nakao ＆ Yano，2006)考察了雇佣期限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该
研究发现，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有期限雇佣与无期限雇佣员工的疲劳

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控制年龄和雇佣地位的情况下，疲劳与工作
时间和早餐不规律存在显著相关，疲劳最终可能导致抑郁发作，包括自

杀意念。黄等(Wong et al.，2008)以上海的外来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精神健康的关系。该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
况、工种和压力经验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李等(Li et al.，
2007)则指出，就外来工而言，未婚者、与配偶一起出来打工者、高收入
者、自我报告健康状况较好者、与同事关系较好者的精神健康状况更
好。帕斯路等(Parslow et al.，2004)考察了员工的职位等级与精神健
康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在控制工作压力和个人因素的条件下，低层职
位的男性员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工种和职位等因素通常是无

法改变的既定因素，因此在很多研究中都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

础上考察其他可改变因素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详见下文)。

( 二) 工作场所因素

研究者对工作场所因素的分析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工作场所的

暴力和虐待，二是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 ( psychosocial working
conditions)。
马堪达威尔 －瓦尔姆(Mkandawire-Valhmu，2010)考察了暴力对家

政女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家政女工的叙述表明，精神健康问题在贫困、
非人道待遇、社会隔离( social isolation)和丧失希望的情况下更容易发
生。例如，对某些女工而言，希望的丧失使得她们开始考虑采用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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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逃离随时可能发生的针对她们的暴力。修斯等人(Suresh et al.，
2009)以印度钦奈(Chennai)的性工作者为对象，考察工作场所暴力与
精神健康的关系。该研究揭示了导致抑郁和自杀意念的社会路径。王
等人(Wang et al.，2007)以广西的女性性工作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性
强迫(sexual coercion)与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关系。与暴力一样，虐
待也是重要的人际的工作场所压力源。Logistic 回归表明，性骚扰和一
般工作场所虐待与大多数精神健康结果显著相关。具体而言，性别骚
扰、不受欢迎的性注意、性强迫、言语攻击、无礼行为、隔离 /排斥和威
胁 /贿赂与抑郁、焦虑、敌意和饮酒频率存在显著相关(Richman et al.，
1999)。不难发现，关注工作场所暴力和虐待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非
正规就业领域(如家政业和性产业)。这可能与正规就业处于法律相
对严格的监管之下，暴力和虐待问题相对不突出有关。
随着现代社会工作环境的复杂化，相对于体力工作负荷而言，社会

心理的工作条件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日益突出。拿克松等
(Laaksone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①越差，员工
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差。同时，组织内程序公平对精神健康具有独立影
响。此项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注意到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的行业差
异。范达能等(van Daalen et al.，2009)着重分析了从事“人的工作”的
员工的工作特征②与情感透支(emotional exhaustion)和精神健康的关
系。该研究提醒我们，不同行业的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或工作特征存
在明显差异，应当注意区分一般工作压力源(如工作负荷、自主性)和
特殊工作压力源(如服务业特有的情感要求)，同时应当注意一般工作

压力源与特殊工作压力源存在的相乘的互动效应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 effect)。

( 三) 跨越工作场所内外的因素

某些因素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是跨越工作场所内外的，如应对

方式和社会支持。陈等(Chen et al.，2009)以海上钻井平台的中国石
油工人为对象，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控制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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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研究中，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主要从工作要求与工作控制、组织公平和体力工作负
荷三个方面来测量。
在该研究中，工作特征从工作负荷、情感要求( emotional demands)、自主性( autonomy)和
同事的社会支持四个方面测量。



海上工作年限的条件下，工人的精神健康与“内部行为”的应对方法及
职业压力与内部行为应对的互动效应存在显著相关。① 斯诺等(Snow
et al.，2003)发现，回避式应对导致心理症状上升，积极应对则带来心
理症状的减少。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是工作压力源与积极应对之间的
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即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可以降低工作压
力，同时提高积极应对方式的使用。类似的，范达能等( van Daalen et
al.，2009)也发现，同事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员工的精神健康，它可以弱
化家庭—工作冲突与情感透支之间的关联。而情感透支则与精神健康
存在显著负相关。黄和梁(Wong ＆ Leung，2008)则指出社会伙伴支持
(social companionship support)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范拿能等
(Vaananen et al.，2005)表明异质化的社会网络可以降低经历经济困
难后发生精神疾病的风险。寇为能等(Kouvonen et al.，2008)引入社
会资本的测量，指出工作场所社会资本较低的员工其抑郁的发生比

(odds ratio)是社会资本较高的员工的 1. 2 到 1. 5 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社会支持或社会资本可以起到改善员工精神

健康的作用，但社会支持的作用往往是“治标不治本”。正如布来塞等
(Plaisier et al.，2007)所指出的，虽然社会支持可以阻止抑郁和焦虑困
扰的发生，却不能减缓工作条件带来的负面精神效应。
归结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遍及工作场所内外的影响员工精神

健康的因素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企业的管理体制，大多数研究其

实都聚焦在这一领域，如工作要求与工作控制、组织公平、工作负荷、雇
佣期限、社会支持等(参见图 1 中的斜体字部分)。二是员工的劳动权
益，如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不过相对而言，研究者对劳动权益的关
注较少，且多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简言之，管理体制—劳动权益是
既有研究分析员工精神健康的主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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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对职业压力的方式分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以情感为中心
的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前者包括信息搜寻和问题解决，后者包括情感表达和
情感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这两种方式还受到以评估为中心的应对( appraisal-focused
coping)方式的补充，包括否认、接受、社会比较、再定义和逻辑分析(Taylor，1999; Lazarus
＆ Folkman，1984)。



二、迈向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理解

( 一) 从心理学视角、社会医学视角到社会学视角:行动与结构
1.心理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的对比
前文回顾表明，心理学视角是分析员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取向，如对

个体的气质性、压力应对方式、性格特征的关注。这种视角强调个人是
可以改变的，将结构因素视为前置因素，在具体研究中则体现为控制变

量。与之不同，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了可改变的社会的观念，将个人视为
努力控制其所处情境的社会行动者、努力达到自身目标的行动者。当
然，社会学视角也承认个人实现目标的能力决定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
同时，社会学视角关注个人的目标和动机出现和形成的过程，即目标和

动机如何被社会形塑的过程，关注社会建构的个人认同如何影响个人

的目标和动机，从而影响精神健康(Nordenmark ＆ Strandh，1999)。
2.社会医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的对比
虽然前文所回顾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诸多社会因素，如

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等，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一种社会医学视角，而
非社会学视角。社会学视角与社会医学视角在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上
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参见表 1)。
首先，社会医学的视角从特定的精神失调出发，寻找其可能的社会

因素。社会学视角从特定的结构安排开始，寻找其广泛的潜在的后果。
其次，社会医学将精神失调视为个人生活的异常状况，并寻找其社会诱

因。社会学理论则试图探讨规范的社会安排如何损害了个人生活的情
感领域。某些社会群体高发的精神疾病是日常的社会生活的副产品，
对其他社会群体可能是有利的。第三，社会医学将压力视为影响精神
健康的自变量，并将压力与特定的精神失调联系起来(如压力导致抑

郁)。但实际上，压力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是特定的，不是与某种单一
的失调联系在一起的，压力既可能导致情感失调，也可能导致药物滥

用。换言之，压力可能导致广泛的生理和心理问题。社会学视角认为
结构安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面对的压力源，将压力视为社会组织

的后果，是一个中介变量。换言之，压力必须置于社会情境中才能理解
其与精神疾病的关系，例如经济衰退导致压力增加，从而导致精神疾病

发病率上升(Goldstein，1979; Aneshensel et al.，1991)。

602

社会学研究 2010. 6



表 1 社会医学与社会学对精神失调分析的对比

社会医学 社会学

研究出发点 从特定的精神失调出发 从特定的结构安排开始

对精神失调的归因 个人生活的异常 日常的社会生活

对压力的看法 压力与特定的精神失调相联系 压力必须置于社会情境中才能理解

资料来源:根据戈德斯坦(Goldstein，1979)和安耐森塞尔等(Aneshensel et al.，1991)相关

讨论整理。

如果说从心理学视角到社会学视角的转换引出了行动(agency)的
议题，如将个人视为控制其所处情境的社会行动者，那么从社会医学视

角到社会学视角的转换则引出了结构( structure)的议题，如日常的社
会安排对个人生活的情感领域的损害。正是基于行动与结构的张力，
社会学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精神健康的论述。

( 二) 社会学对精神失调的四种理解
1.作为异常行为的精神失调
社会学对精神失调最早的理解源于涂尔干，他认为社会的规则和

标准通过定义何为反常有助于强化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正常和反常是

相互构成的)，社会和社会群体通过定义反常(病态)来维持和强化正

常(Durkheim，1964:64 － 75)。涂尔干的这一论述可以引出三个推论:
第一，定义正常和反常的规则因社会群体的价值而异，因此精神失调的

定义既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第二，在规则运用过程中有社会控制的

成分，因为社会总是强化正常，抑制异常;第三，规则对于社会团结和稳

定运作是必要的(Busfield，2000)。
帕森斯沿着这一思路，指出所有疾病都可视为一种异常行为(偏

离行为)，因为任何疾病中都有动机的成分(Parsons，1951)。更为明确
地指出精神失调是异常行为的是薛费，他将精神疾病视为“残差”
( residual deviance)，即异常行为本身不违反规则，而是被贴上违反规
则的标签(Scheff，1999)。萨兹( Szasz，1970)则将精神疾病视为对社
会、政治和伦理规范的违反。
社会学从行为的角度来分析精神失调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如何将精神失调引起的异常行为与其他类型的异常行为区别开来，二

是很难区分不同类型的精神失调引起的异常行为的差异(Bus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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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作为心智过程的精神失调
福柯认为，从行为角度关注精神失调是不够的，这种观点将精神失

调看成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理性(思考)却与作为精神失调症状的

情感和行为紧密相关(Foucault，1967:ix － xii)。福柯的观点既超越了
生物—医学对身体的关注，也超越了社会学对行为的关注，他关注的是
引起精神失调的心智过程(mental processes)。在他看来，这些心智过
程是精神失调的非专业的日常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潜在行为

紧密相联。社会学对这种非专业的日常的对精神失调的理解主要通过
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方法实现(Busfeild，2000)。

3.作为社会建构的精神失调
虽然福柯对理性与疯狂的分析从对行为的关注转向对心智的关

注，但是其观点仍然强调了精神失调概念的文化相对性。在这一点上，
福柯的观点带有社会建构论的色彩。社会建构论关于精神失调的论述
可以分为强弱两个版本。社会建构论的弱观点认为，精神失调是一个
社会类别，是人类如何在世界中思考和行动的产物。该类别如何构成
及其附着的意义是随时空变动的。社会建构论的强观点则从本体论上
宣称精神失调仅仅是一个类别，并不指向任何客观现实。符号互动论
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持这种观点(Busfeild，2000)。

4.作为“社会框架”产物的精神失调
罗森博格(Rosenberg，1992) 提出了疾病的“社会框架”( social

framing)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虽然我们应当从时空的变化来理解
疾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否认构成疾病或失调的物质现实。
这种观点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关注精神失调的概念和类别形成

和变化的社会过程。相对于社会建构论而言，“社会框架”的观点更适
合于社会学对精神失调的分析。社会建构的概念因其本体论和认识论
的内涵，它是非常松散和不确切的，容易招致医生、病人和家属对社会
学关于精神失调观点的不满，因为他们会感觉到社会建构论否认了精

神失调患者遭遇的痛楚和困难(Busfield，2000)。
将“社会框架”的观点运用到员工精神健康的分析上，一方面，我

们必须承认员工精神失调或疾病给个人、家庭和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
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较多，高兹尔等(Goetzel et al.，2002)就此做过专门
的文献回顾。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必须揭示造成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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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失调和疾病的雇佣实践、工厂体制和宏观制度。这方面的分析相
对缺乏。为了深化这个方面的研究，探讨社会学分析精神健康的概念
模型就显得尤为必要。

( 三) 社会学分析精神健康的模型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精神健康问题，以上四种观点可以归结为两

个基本议题:一是分析层次的问题，即社会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是源

于个体层次还是群体层次;二是行动议题，即精神健康是社会结构限制

的结果还是个人独立决策能力的结果。
穆塔内等(Muntaner et al.，2000)从结构限制—选择( structural

constrains-choice)和分析层次两个维度①区分了社会学分析精神健康
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强调结构限制的模型，如行
为主义模型、经济变迁模型等;二是强调个体或群体行动的模型，如理
性选择模型和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模型;三是同时强调结构限
制和行动的模型，如社会生产模型和社会结构与人格模型。
行为主义强调结构限制发生在个人层次，精神健康状况是社会分

层或阶级分化带来的个体化的结果，例如对海洛因的依赖完全决定于

过去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没有任何自主选择或行动的空间。对激进
的行为主义者来说，自由意志的经验只不过是人脑结构中的幻觉。经
济变迁模型则强调结构限制发生在群体层次，精神失调的发生率(如

抑郁的发生率)完全决定于商业周期、经济衰退或其他宏观经济事件，
不存在群体采取有效集体行动的可能，如要求通过相关法律和政策保

护自身免受失业影响。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和工作组织模型认为结构限
制既发生在个体层次也发生在群体层次，如精神失调既可能是工作场

所劳动分工的结果，也可能是某个工人工作表现的结果。
理性选择模型和集体效能模型都强调个人或群体的能力，认为个

人或群体层次的行动可以对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例如，就个体层次
而言，个人可以决定戒烟，就群体层次而言，社区成员可以选举代表其

利益的官员改变影响其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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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构限制—选择是指社会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是源于个人自由意志还是源于超出个
人或群体控制的力量的作用。“选择”意味着个人或群体具有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能力，
而“结构限制”意味着社会环境决定或限制了人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分析层次是指社会
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是源于个体还是群体层次。



社会生产模型既强调结构限制，也关注行动者的选择，同时认为这

两种作用既发生在个体层次，也发生在群体层次。这种观点认为，尽管
个人因其所属的社会阶层(阶级)面临结构限制，但是仍然可以做出独

立决策，如是否吸烟。尽管经济衰退等宏观经济因素决定了精神失调
的发生率，但是社会阶层(阶级)并非经济变迁消极的牺牲者，他们可

以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影响精神失调的发生率。社会结构和人格模式则
认为社会因素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既表现为群体层次的限制(如对某工

种的工作控制)，也表现为个体层次的选择(如个体对抑郁的应

对行为)。

( 四) 理解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框架

归结以上社会学对精神健康与失调问题的回答，具体到员工精神

健康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第一，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理解不

能忽视结构限制，这种限制既可能发生在宏观层次，如国家制度(如户

籍制度)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在微观层次，如特定的工

厂体制对员工精神健康的损害。第二，面对结构限制，员工并非毫无作
为的被动个体，而是积极的行动者。在群体层次，员工可能通过工会行
动改善损害其精神健康的工作环境，在个体层次，员工也有可能积极应

对不同压力的冲击。例如席尔威(Silvey，2006)指出，外来女工可以在
冲突的角色中实现角色的平衡。作者表明，尽管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性
别意识形态是根本冲突的，一方面要求女性为家庭作出自己的牺牲

(不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又期待她们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贡

献，积极参与生产和消费活动。但是，这种冲突的意识形态并未在移民
女工身上产生焦虑和紧张，相反，在表达了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家庭的责

任外，她们也表达了消费活动中的愉悦，她们在两难角色中找到了平

衡。第三，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理解不能忽视其心智过程，尤其应当关注
形塑其动机和目标的社会因素。例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暴露出来的
越来越多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与其将它归因于新生代农民工脆弱的

心理状态，不如深入分析隐藏在愤怒、无奈、挫败、绝望、冲动背后的社
会和制度基础。
基于既有员工精神健康研究展现出的管理体制—劳动权益维度和

社会学对精神健康的分析模型中突显的行动—结构维度，本文构建出
一个理解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框架，区分出微观的劳动权益、微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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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宏观的劳动权益和宏观的管理体制四个影响员工精神健康
的层面。该框架既可以对既有研究涉及的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进
行定位，也可以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参见图 2)。

图 2 理解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框架

就微观的管理体制而言，如前所述，现有研究涉及的组织结构调

整、雇佣期限、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都可以归于
此层面。但此层面尚有一个被忽视的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即工厂体制( factory regime)。就微观的劳动权益而言，除了工作场所
的暴力和虐待外，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等基本劳动权益的实现情况同
样影响着员工的精神健康。例如，如果工资被拖欠，员工就会经历经济
困难的压力，进而引发精神失调。就宏观的管理体制而言，国家政策和
工会的地位和作用是影响员工健康的重要因素。例如，如果工会有效
发挥作用，损害员工精神健康的雇佣关系实践就有可能通过工会行动

得到改变。就宏观的劳动权益而言，国家对劳动权益的保护(如劳动
法的执行力度)是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例如，如果
国家在劳动法的执行过程中偏向资方，那么员工与雇主发生的劳动争

议进入仲裁或司法程序后就会面临重重阻挠，这种人为制造的程序上

的困难毫无疑问会成为员工面对的新压力源。下文将基于以上四个层
面的区分所提出的新的研究议题，结合中国情境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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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解员工精神健康的中国情境

( 一) 劳动权益普遍被侵犯的现实催生员工的精神健康问题

在当代中国，员工(特别是外来工)的劳动权益普遍被侵犯是一个

既存的事实。陈佩华(Chan，2001:7 － 16)指出，劳动权利广受侵犯已
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严重弊端，而劳动法则成为中国执行最差的法律

之一。陈佩华和朱晓阳(Chan ＆ Zhu，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人面
临的长时间工作、强制性加班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与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
级的状况并无二致。陈峰(Chen，2007)则强调，在迅速发展的私营和
外资企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和权利的侵犯异常普遍，外来工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牺牲最大的社会群体之一。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劳
动权利已经成为一个痛苦的议题。
学者对劳动权益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得到了统计数据的印证。由于

大部分的劳动争议都是由雇主或管理者对员工的权益侵犯引起，越来

越多的员工开始在被侵权后采用法律手段来寻求正义( Lee，2002;
Chen，2004)。因此，劳动争议可以作为劳动权益被侵犯的指标(Chen，
2007)。根据官方统计，从 1996 年到 2007 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当期
受理数从 8121 件增加到350182件，增长率 730. 3%。由劳动者提出申
诉的案件数所占百分比由 87. 0%提高到 93. 0%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
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2008:495 － 496)。需
要指出的是，官方的劳动争议的统计资料只是工人遭遇的权益侵犯的

“冰山一角”，因为有很多人在权益被侵犯后选择忍气吞声或与老板
“私了”。
毫无疑问，劳动权益被普遍侵犯的状况会影响到员工的精神健康。

如果某个员工被拖欠工资，他就可能经历“经济困难”压力，从而引发
精神失调。如果某个员工处于长期超时加班的境地，他就可能出现前
述研究提及的疲劳、饮食不规律和酗酒等精神失调的症状。如果某个
员工因劳动保护不到位出现工伤，那么工伤作为一个突发的生活事件，

无疑也会极大地影响其精神健康。不仅如此，工资拖欠、加班工资未足
额支付和工伤发生等通常会产生劳动争议，由于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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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偏向①，员工通常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被带入一个个“程序黑
洞”中，劳动权益难以得到公力救济。② 如果说工资拖欠、超时加班和
工伤频发可能诱发员工的精神失调，那么随之而来的劳动争议的“程
序黑洞”则无疑会进一步恶化员工的精神健康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关注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劳动权益因素，可以深化

我们对社会学分析精神健康模型的认识。如前所述，按照经济变迁模
型的假定，经济衰退可能引起失业增加，从而给员工带来压力，造成员

工的精神失调或疾病。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宏观经济状况较好时员
工的精神健康就较好呢? 如果引入劳动权益的因素，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由于劳动权益普遍被侵犯，它仍

然会引发严重的员工精神健康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劳动权益是
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它更多是一个中介变量(而非自变

量)，因为它还受到工厂体制和国家制度的影响。
此外，有关劳动权益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讨论也引出了另一个相

关议题，即员工精神健康本身是否构成劳动权益的组成部分。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 IL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职业卫生联合委员会首次
会议(1950 年)通过、第 12 次会议(1995 年)修订后的全面性定义，职
业卫生应当:“旨在促进并保持各种职业劳动者最高程度的身体、精神
和社会健康”。澳大利亚等 8 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曾建议，精神健
康与压力方面的问题应成为国际劳工标准制定或业务守则的可能主题

(国际劳工局，2003)。实际上，第 87 届国际劳工大会 1999 年通过的
《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 182 号公约)
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上述将精神健康议题纳入劳工标准的思路。该公
约规定成员国应采取有效及有时限的措施为儿童脱离最恶劣形式的童

工劳动(如使儿童遭受身体、心理或性虐待的工作)，以及为他们的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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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Zhu，2004)指出，在地方层面，如果地方当局和外资企业能够达成非正式的联合，劳
动政策和法律法规就经常以有利于外资企业利益的方式执行。苏黛瑞则指出，尽管地方
政府被假定为代表国家在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与劳工之间扮演中间角色，但实际上，地

方政府却与外资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联合起来对付“碎片化的和没有防卫能力的无产
阶级”(Solinger，1999: 280)。
中国劳工通讯(2007)指出，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劳动者当事人能够获得公力救济与
救济程序的设置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关键是掌握公力救济的官员们缺乏提供救济的意

愿，这就导致他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可以任意使用手中的权力，将当事人拖进一个

“程序黑洞”中，使公力救济的程序沦为了公力救济的最大障碍。



复和社会融合，提供必要和适宜的直接援助。当然，有人可能会问，在
中国员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如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普遍性地处于被
侵犯的状况之下，将精神健康纳入劳工标准是不是显得有些奢侈呢?

换言之，我们是不是要“分层次”地处理员工的劳动权益问题，先保证
员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再讨论员工的精神健康等“高层次”劳动权益?
然而，问题的吊诡就在于，当员工劳动权益被极大侵犯时，员工往往表

现出某些精神疾病的症状，如尖叫和梦魇(Pun，2000)、自杀和自残。

( 二) 独特的工厂体制是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

基于对中国劳工问题的分析，研究者提出了“无组织的专制”
(disorganized despotism)、“多维度的专制主义”( multi-dimensional
despotism)、规训劳动体制(disciplinary labor regimes)和“军管专制主义
政体”(military factory despotism)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厂体制。
李静君(Lee，1999)指出，市场化使得原来的单位社会主义模式解

体，产生了一种“无组织的专制”的生产体制。该体制的劳动过程具有
如下特点:劳动控制的过度强制、经济惩罚的运用、车间冲突的激增和
庇护—代理关系的消失。显而易见，“无组织专制”体制会恶化社会心
理的工作条件，减少员工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从而造成员工的精神

失调和疾病。例如，过度强制的劳动控制会弱化工作自主性，经济惩罚
的运用不但使员工面临经济困难的压力，还可能引起组织公平的问题，

而激增的车间冲突会减少员工相互的社会支持，庇护—代理关系的消
失则会影响员工对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的运用。
全加勇(Won，2007)基于中国韩资企业的分析提出了“多维度的专

制主义”概念。专制的多维度包括等级隔离(hierarchical segregation)、对
工人行为的规范化、人格侮辱和差异化的文化实践。“多维度的专制主
义”将“韩国特色的管理”与某些中国特定的制度结合在一起，韩资企业
的车间被构建成跨国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监
狱”中，现代规训制度将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强加并逐步灌输给后社会
主义的工人，旨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使工人服从。在“多维度的专制主
义”中，我们不但可以发现工厂体制对员工目标和动机的形塑，而且也可
注意到工厂体制对工作场所压力源的影响，如对工人行为的规范化、人
格侮辱、等级隔离等可能成为员工在工作场所面临的压力源。
陈佩华和朱晓阳(Chan ＆ Zhu，2003)认为，中国的工厂车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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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规训劳动体制”，工人面临强制性的工厂纪律的控制。他们从体
罚、强制加班、限制身体机能的纪律(如对上厕所的限制)、强制罚款和
押金①等五个方面对规训性的劳动体制进行了描述。规训性的劳动管
理措施在生产一线被经常使用，以达到驯服工人，追求生产能力最大化

的目的。不难发现，“规训劳动体制”是工作场所暴力和虐待的根源之
一。与一些国家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多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不
同，在中国的制造业等正规就业行业，只要“规训劳动体制”存在，工作
场所暴力和虐待等严重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因素就难以根除。
沈原(2010)基于富士康案例的分析提出了“军管专制主义政体”

的概念。这种体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工人被苛刻的纪律所约束和控
制，社会联系几乎全部被割断。第二，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较为普
遍，主要表现为管理者针对工人的话语乃至身体暴力。第三，工资水平
低，工人需要不断加班才能勉力满足生活所需(有时甚至不能满足)。
简言之，在“军管专制主义政体”下，工人不但被完全商品化，同时也被
真正地原子化，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可以想象，“军管”带来的单调和
压抑、暴力造成的不安和恐惧、低工资水平引起的生活困窘和局促都会
极大地恶化员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在此种状况下，富士康工人就与马
堪达威尔 －瓦尔姆(Mkandawire-Valhmu，2010)笔下的家政女工一样，
被迫选择自杀逃避此种非人生活，乃至表达不满和抗议。

( 三) 流动的劳动力体制导致员工位置感和归属感的丧失

布洛维(Burawoy，1976)分析了流动劳动力(migrant labor)的再生
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拥有可持续的
(maintained)和可补充的( renewed)劳动力。“持续”意味着工人必须
获得历史决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补充”意味着劳动力空缺必须
得到及时填补。与一般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不同，流动劳动力的再生产
表现为持续和补充过程中的制度分化和物理分离，即持续过程通常是在

劳工流入地(工作所在地)实现的，而补充过程则是劳工流出地(家庭所

在地)实现的。这一独特的再生产机制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流动工人在就
业地、在劳动力市场及在就业地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无权地位。
沿着这一思路，范(Fan，2004)基于对中国劳工问题的分析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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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劳动力体制”(migrant labor regime)的概念。作者认为，国家继承
了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制度遗产以强化其能力，强化了基于户口、籍
贯、阶级和性别的差异建构，从而有利于获取农村劳动力的最大价值。
类似的，胡等(Hu et al.，2002)指出，户口体系的存在奠定了流动的基
础，而地方政府利用了城乡二元结构使自己从中获益。在分权的市场
经济中，地方政府的自利政策打造了一个特定的流动的社会群体，他们

无法在城市定居，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在不稳定的劳动关

系中忍受着最低工资，不能享受社会福利的保障。
简言之，流动劳动力体制造成了流动工人(外来工)非工非农的尴

尬地位，既无法在城市定居，也难以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在打工地完成
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家乡完成代际的再生产，频繁往来于农村和城

市等不同的社会空间之间。按照现象学的分析思路，这种高度不稳定
的空间经验使得他们可能丧失与客观空间(objective space)的联结感，
感觉自己被置入割裂的和令人恐惧的空间中，从而丧失将生活空间

( lived space)与客观空间结合起来的能力，最终导致位置感和归属感
的丧失①(Davidson，2000)。
毫无疑问，位置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会极大影响员工的精神健康状

况。如果一个人有归属感和位置感，那么他就能构建一个合适的空间。
相反，如果某人不能处理好与他者(人或物)的相互位置关系，他就在

空间上感觉“不合适”，从而引发精神失调，例如广场恐惧症(Davidson，
2000)。不仅如此，位置感和归属感的丧失还会降低员工采取行动反
抗社会压迫的动机(Attanapola，2006)。进而言之，位置感和归属感的
丧失不但可能引起员工的精神失调，还同时会抑制员工试图改善影响

其精神健康状况的社会和工厂环境的努力。

( 四) 工会的特殊地位限制员工改善精神健康环境的可能行动

如前所述，按照理性选择模型和集体效能模型的假定，如果员工处

于可能损害其精神健康的工作环境，员工可以通过工会行动(如集体

谈判乃至罢工)来谋求工作环境的改善，从而预防精神失调和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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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客观空间是指物理的、几何学的空间。生活空间是指我们自身的空
间定向(spatial orientation)对世界的投射，是一种主观的、存在的空间。现象学的视角可
以推进我们对于精神健康的空间理解，它强调空间经验是个体性的基础，认同并不是本

质上就预先存在的，而是个人所处的独特情境的产物(Davidson，2000)。



出现。那么，现有的工会体系是否可以发挥类似作用呢?
中国的工会体系分为企业工会(基层工会)和总工会两个组成部

分。就企业工会而言，黄等(Wong et al.，2007)指出，在外资企业中，投
资者通常拒绝工会的建立。而一旦工会建立起来，工会主席通常由企
业中的中方经理担任。由于与企业存在天然的利益关系，他们更倾向
于与投资者保持良好关系从而牺牲员工的权益。因此，在中国的雇佣
关系中，企业工会已经成为企业控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很难将其从管理

方中区分出来(Zhu，1995)。因此，期待企业工会在维护员工的精神健
康方面发挥作用基本不切实际。
就地方总工会而言，他们在政治上和运作上依附于地方各级权力

体系。任小平和许晓军(2008)以“盐田国际”罢工事件为例指出，面对
工人自发的集体抗争行动，地方总工会通常只能在“维稳”和“维权”之
间“走钢丝”。他们在此时扮演的角色更像一个冲突的调停者(而非工
人利益的代表):一方面与企业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管理层对罢工事

件的意图;另一方面则疏导员工情绪，稳定事态局面。由此可见，地方
总工会也难以真正代表员工保护其精神健康，甚至可能成为限制员工

诉求的力量。
当然，尽管面临上述制约，员工也并非无所作为。石井知章

(2010)以当年发生的本田工人罢工为例指出，胸怀理想和权利意识的
“80 后”和“90 后”的年轻劳动者们提出了“重整”工会，选出新的工人
代表的要求。因此，他认为，本田工人罢工并非传统式的“工会运动”，
而是直接与资方谈判的“劳工运动”。换言之，如果既有工会体系无法
在保障员工精神健康等方面发挥作用，员工就有可能诉诸体系之外的

各种方式和手段，如罢工、堵路和集体上访等。苏与何( Su ＆ He，
2010)指出，面对越来越广泛的工人集体抗争事件，出于构建和谐社会
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政治考虑，国家采取了比以往更为温和、理性的处理
方式，表现出更为容忍的趋向。尽管这种容忍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但却
有助于工人权利(特别是集体权利)的实现。

四、余论:劳动力的不确定性

回到本文的开篇，“反应论”的问题在于将工人视为被动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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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社会学分析中的“行动”维度;“反抗论”的问题在于过度解释，
诚然员工的自杀可以视为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的成本也未免过于高

昂了。在笔者看来，员工精神健康问题可以视为“劳动力的不确定性”
( indeterminacy of labour power)的表现。
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劳动力的不确定性”概念，它指出，劳动能

力与劳动的实现是有区别的，将劳动能力转变为实现的劳动的过程充

满了紧张和冲突。这一概念表明，第一，劳动合同(劳动者出卖劳动力
的合同)表面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但实质上是将劳工的意愿成功强制

或共识性地整合进生产活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劳动力的不确定性，也

构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第二，资本无论采取何种手段
保障生产活动(包括技术和意识形态)都不能去除劳动力不确定性，因

为这种不确定性既与环境因素(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与人的独

特性有关(O'Doherty ＆ Willmott，2009)。
按照上述思路，员工精神健康问题实际上也是劳动力不确定性的

表现，因为它既与人的独特性(精神健康是人独特性的表现之一)有

关，也妨碍了劳动能力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的丧失或减少。某种
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员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发生机制视为基于劳动力的

不确定性的消极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劳动权益得到较好保障的情况
下，员工面临工作场所暴力和虐待的风险较低，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较

好，精神健康状态也比较好。即使员工偶尔面临暴力和虐待，也可以通
过主张其劳动权利(如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来迫使雇主加以改变。
这可以称之为员工积极的自我保护。在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的
环境中，员工面临较为普遍的工作场所暴力和虐待，社会心理的工作条

件十分恶劣，而员工通常也很难通过劳动权利(特别是集体劳动权利)

的主张来迫使雇主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精
神健康问题，并最终给雇主带来重大的生产力损失。这种损失不是基
于员工对雇主的直接反抗，而是基于劳动力不确定性的消极的自我保

护，它实质上是通过员工自我降低生产力给雇主带来了损失。当然，相
对有组织违规( organizational misbehavior)而言，这种“自我降低”是无
组织的，是以员工牺牲自身的精神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的。简言之，透
过“劳动力的不确定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以侵犯劳动权益来降
低企业成本的做法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即使员工不反抗，它也会转化

为员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从而增大企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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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s of mobilization
are significant. Meanwhile，noteworthy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state-related and
the non-state-related sectors. The count of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state-
related sector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state-related sector，while the average
amount of each giving is lower. As a result，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with
the sum of individual giving from the two sector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post-danwei era are revealed. On the one hand， the
mobilization through the state-related system is relatively effective but limited. On the
other hand，the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emerging new social space also influences the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These discussions shed light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har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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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past research on farmers’associations and collective
petitions，this paper adop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random-sample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semi-independent associations，namely the recognized
organizations not led or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and their mediating function in
rural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emi-independent associations with
mediation function can prevent large-scale collective petitions in Chinese villages. In
contrast，the rural mediation association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no
capacity in mitigating the scale or frequency of the collective petitions. On the basis
of field work，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finding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lso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COMMENTARY AND DEBATE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Employee’s Mental Health
Zheng Guanghuai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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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employee’s mental health. Combining with
researches on China's labor issues，it argues that the unprotected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has brought about the employee’s mental disorder，characteristic factory
regime leads to the problems of employee’s mental health，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generates the loss of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ense of place，and the special status of
ACFTU limits the employee’s possible collective actions for better mental health
environment.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employee’s mental disorder and illness is the
result of passive self-protection mechanism of indeterminacy of lab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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